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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撰修数量多,种类杂,是这一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重

要表现之一。 唐初以来,别传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或认为别传撰修是“史官之末

事”,或认为“别传失实,无足为凭”,史学价值不高。 事实上,别传是裴松之、刘孝标等人

注史的重要文献来源,唐初撰修《晋书》也多从中采择史料,现存别传的佚文,一定程度上

可补《晋书》等正史记载的不足。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作为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鲜

活生动的历史记录,体现了史学之真与史学之趣相统一的历史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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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逯耀东先生考证和统计,历代史志共著录、征引别传 211 种,其中传主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人物别传 193 种①。 这些别传散佚无存,仅在《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水经注》以

及唐宋类书中存有一些残篇断句。 虽为残篇断句,别传的史学价值仍然受到现当代学者重视和肯

定。 白寿彝先生认为“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

史学上的突出反映,都是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②白先生从史学与社会

关系角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对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 瞿林东先生把别传

撰修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重要表现③。 仇鹿鸣先生也谈到由家传、郡书、别传等构

成的“杂传”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体裁,反映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变迁④。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

籍志》、刘知幾《史通》以及辑佚家严可均等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的史学价值则多有批评,认为

别传撰修是史官之末事,并为之贴上“别传失实”“无足为凭”⑤的标签。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

史学价值的认识为何出现明显分歧,别传是否真的失实,无足为凭? 我们就此做些初步思考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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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别传史学价值的批评

　 　 因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史、郡书、别传撰修呈现兴盛局面,《隋

书·经籍志》设立“杂传”类目,著录孝子传、先贤传、高士传、家传、别传等各类人物传记 217 部,其
中含别传 6 种①。 逯耀东先生又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以及唐宋编纂的类书之

中查考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别传 205 种,两者合计 211 种②。 虽然大多数别传作者佚名,无从

考证,但从传主的身份和所记人物事迹来看,这些别传大多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所撰,尤以两晋

居多。 我们注意到,魏徵等人受诏撰修《隋书》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提出一些批评和非议,这
些非议经刘知幾《史通》进一步放大,清代辑佚家严可均更是直接为别传贴上“别传失实” “无足为

凭”③的标签。
其一,《隋书·经籍志》把别传撰修视为“史官之末事”④。 《隋书·经籍志》按正史、古史、杂

史、霸史、杂传等 13 类目著录史学文献 817 部,13264 卷外,还撰写了史部大序,各类之下又有类序

(小序)。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序”载:
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

率尔而作,不在正史。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

名德先贤之赞。 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

传》,以叙圣贤之风。 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 推其本

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 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

零失。⑤

按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郡书、家传、别传和各种类传都归属于杂传。 对于这些杂传,《隋

书·经籍志》评价不高,批评严厉,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认为杂传作者大多根苗不正,无法与

上古记言的左史、记事的右史相提并论,更不能与班、马论优劣,与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和“讥正前

失”⑥的《汉书》等正史迥然有别。 二是认为杂传所记内容都是史官之末事,撰修者根据自己情感好

恶为传主做传,率尔而作,体例不严谨,内容不审慎,文风较为轻佻。 三是认为杂传虽然记述传主一

些节义之行,贤德之风,但掺杂鬼物奇怪之事,虚诞怪妄之说,与历史撰述“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

戒”⑦的宗旨不时期相符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式多样的历史撰述既是史学多途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玄学风气影响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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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耀东先生指出《隋书·经籍志》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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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别传,并就其中
 

5
 

种,即《曹肇别传》 《傅巽别传》 《山涛别传》 《东方朔别传》
 

《管辂别传》做推测论证,另外
 

1
 

种未提及;熊明在《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提出《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何颙使君家传》
与《何颙别传》或为一篇;李颖科先生则言《隋书·经籍志》于杂传之列未载别传。 对《隋志》著录别传问题的讨论,学界

目前尚有争议,在此列举部分观点,以供思考。 参见逯耀东《别传在魏晋史学中的地位》,《幼狮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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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
 

68 页、第 76 页、第 82 页、第 84 页;熊明《汉魏六朝杂传

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30-131 页;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注〉》,《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另外,对部分别

传的成文,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 如《东方朔别传》,逯钦立先生认为《东方朔传》应是班固自《东方朔别传》中删取而成,
实为一篇;朱东润先生推测,《东方朔别传》或是《东方朔传》的残篇;熊明则提出《东方朔传》当是汇集民间流传的各种传

说而成,非删削而成。 参见逯钦立《汉诗别录》,载《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 页;朱东润《漫

谈传记文学》,《文汇报》
 

1961
 

年 8
 

月
 

5
 

日;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第
 

97-98 页。
逯耀东:《别传在魏晋史学中的地位》,《幼狮学志》1974

 

年第 12 卷第 1 期。 由于研究者对别传的界定及统计方法等不同,
查考出的别传数量略有差异。 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详细整理现存别传各条目及出处,初步统计,《汉魏六朝杂传集》共

辑录别传共 202
 

种,传主 179
 

人,其中 19
 

位传主(涉及别传 23
 

种)为两汉时期人物,其余传主的生活年代均为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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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表现出的自在与自我。 这些历史撰述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撰史旨趣也不统一,一定程度上摆脱

了《春秋》经学的牢笼和六家二体的束缚,呈现出“杂”的特点。 唐初史臣所宗的经典是《春秋》 《史

记》,所尚的体裁体例是编年和纪传,并分别称为古史和正史。 而对于各种随意而录,任心而评,体
例不工整的历史撰述统称为“杂史”。 《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序”云: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 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 其后陆贾作《楚汉春

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 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 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 其

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灵、献之世,天

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
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 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①

显然,魏徵等唐初史臣既不喜欢郡书、家传、别传内容之“杂”,也不欣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

书体裁体例之“杂”,认为这些与《春秋》《史记》《汉书》不同的“杂史”存在体制不经,率尔而作,迂
怪妄诞的弊端,学术价值不高,不能作为可靠信史传之后世,仅可提供给通人君子猎奇所需。 从这

些论述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或正是因为“杂”而不经,被唐初史臣批评和轻视。 《隋书·经籍

志》杂史和杂传都以“杂”名之,认为它们都是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不是可靠的历史撰述。 杂史

和杂传共同特点是“杂”,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所记内容不同。 杂史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②,而杂

传名目复杂,所记内容繁芜,如序论耆旧节士,赞颂名德先贤,书写鬼物奇怪故事,讲叙虚诞怪妄

传说。③

其二,刘知幾认为别传只能迎合一些“寡闻末学之流”④,难登学术高堂。 《史通·杂述》中,刘
知幾把正史之外的史学著作按照史料价值及史学地位的高低划分为十类,即偏记、小录、逸事、琐
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别传位列第七。

刘知幾把正史之外,又能与正史参行的各类历史撰述分为十个流别,从表面看,这仅是一个简

单的顺序排列。 但细察之,史家十流的排列隐含着刘知幾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综观《史通·
杂述》所论,从偏记到杂记,刘知幾显然是根据他所认定的学术价值从高到低降序排列。 偏记、小
录

 

“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列居前面。 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

说,为益实多”,位居第三。 琐言虽然“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
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之弊,史料价值稍逊。 但“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
贤于已”,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郡书“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虽然不多,但其“矜其乡贤,美其

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那些记述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的家史虽然“事惟

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然对认识门阀家族不可或缺。 诸如刘向《列女》、
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等别传,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虽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意义,但别传作者只是“取其所好,各为之录”,即从前人已有材料中选取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加以抄撮,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在刘知幾看来,别传“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

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
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⑤刘知幾的意思是说,别传并没有什么创见,也没有崇高旨趣,这种

抄撮之作,只能得到“寡闻末学之流”的喜欢和称赞,而在真正有学问、有思想、有品格的学者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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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些无用之物,登不上学术高堂。 刘知幾把别传从探幽索隐的学术圈里剔除,贬入寡闻末学之

流,给予了别传相当负面的评价。
其三,严可均为别传贴上“别传失实,无足为凭”①的标签。 清代乾嘉时期学风醇厚,学者们潜

心考证,对前代散佚文献广采稽考,辑录汇编。 作为代表人物的严可均“生平无他嗜好,饮食寝寐

在破书堆中将六十载”②,耗时二十七年辑录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最为学界尊重。
该部辑录著作既是研究唐以前文学、史学和文献学必备参考书,也是清代辑佚学标志性成果。 清人

王毓藻在该书序言中称其“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③当然,这样一部大型的辑录总集编纂,
有些疏漏在所难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广采博取,佚文断句,所见必收,然亦未

免过分贪求数量,所收不尽精确,不无舛讹重复、误收错题之失。”④严可均辑录文献时除有求数量,
不精当,舛讹重复和误收错题之失外,还有应收而未收之失。 今天仍然可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

别传近二百种,但严可均仅辑录《左思别传》一篇,其他别传均弃而不录,这当然不是严可均无意疏

漏,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他对别传存有偏见,并不认同别传的书写风格和史学价值。 严可均辑录

《左思别传》后,写了一段案语考证左思生平,他说:“别传失实,《晋书》所弃,其可节取者仅耳。”⑤

“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 《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⑥严可均

认为《左思别传》记述不准确,有讹误,进而说出“别传失实” “无足为凭”的论断。 因此,他在辑录

散佚的魏晋文献时,不辑别传,仅取《左思别传》用以证明《三都赋》成书时间。 对于别传史学价值

的轻视是严可均的一贯认识,他在《书左思别传后》中再次强调:“别传失实,当以《晋书》为正。”⑦

坚持认为别传是不可信的,若要研究晋代历史,唯可凭据的只能是《晋书》。
严可均对别传的批评,既是初唐史家质疑、否定别传价值相关认识的总结和提升,又固执地给

别传作出“失实”“不可信”的判断。 姚振宗撰《隋书籍志考证》时,也引用严可均“别传失实,《晋

书》所弃,无足为凭”之论作为否定他人推论《三都赋》撰成时间的理由。 清代辑佚家汤球对魏晋南

北朝时期散佚文献也做了诸多辑录工作,学术成就颇高,他对别传也存有一些轻视之意。 汤球《晋

诸公别传·序》解释别传之名,称“别乎正史而名之”,而他辑录整理《晋诸公别传》,则是用以补订

正史。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序”云:“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 究厥

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 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

新语》,所引至繁。 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多。 诸家著录,体例相同。 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⑧可

见,四库馆臣对正史之外,包括别传在内的各类人物传记也是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二、别传是史家注史、撰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撰修数量多,记述内容广泛,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文

献资料。 但是,后世对别传价值质疑和非议的声音持续不断,并为之贴上记述失实,体制不经,无足

为凭的标签。 而从当下的学术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不仅值得信赖,且可以为凭,具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
首先,别传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重要文献来源。 陈寿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时人“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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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①正如范頵上表中所言,《三国志》 “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②陈寿

撰写《三国志》时,秉持严谨取材的修史态度,崔浩称其“文义典正”,刘勰赞其“文质辨洽”。③ 《三

国志》虽然善于叙事,但存在文笔简洁,叙事不详的缺陷。 元嘉三年(426 年),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

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 年)注成,宋文帝赞为“不朽”④。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
中开宗明义地说,“总括前踪,贻诲来世”⑤是他为《三国志》作注的宗旨。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贻

诲来世注史观念指导下,裴松之注《三国志》秉持求真求实,摒弃浮虚的注史旨趣,“其寿所不载,事
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 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

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

辩。”⑥这种补缺、备异、惩妄和论辩的注史原则,体现了裴松之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和严谨的治学

态度。 《三国志·袁绍传》中裴松之引《山阳公载记》,描述审配兵败后藏于枯井被捕获,十分狼狈。
裴松之认为《山阳公载记》的记述有歪曲不实的嫌疑,他加案语评论说:

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
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 如此之类,正足以

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 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⑦
 

裴松之崇尚历史著述的真实,反对琐碎空虚之言,因此,他注《三国志》态度是严谨的,选材是审慎

的,能够作为注《三国志》的文献资料的价值,裴松之是认可的。 据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征引

别传 33 种,除《郑玄别传》、《郭林宗别传》、《马钧别传》的传主属东汉时期外,其余 30 种别传传主

都是魏晋时期人物。 别传因其别于传统史学的著述风格,既成为裴松之注《三国志》的重要文献来

源,也与裴松之“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⑧的历史撰述

旨趣相一致。 《三国志·王粲传》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至景

元中,坐事诛。”⑨这里对嵇康的叙述很简略,而《三国志》无嵇康传。 裴松之便征引《嵇氏谱》 《嵇康

传》、虞预《晋书》、《魏氏春秋》 《嵇康别传》 《晋阳秋》 《嵇康集》 《世说新语》 《山涛行状》 《晋诸公

赞》等 10 种材料补充嵇康的生平事迹,其中征引别传 2 种􀃊􀁉􀁒。
其次,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大量引用别传。 刘义庆采撷汉晋以来的逸闻轶事,编写《世说新

语》,描摹魏晋时期生动社会图景。 然《世说新语》“采掇综叙,明畅不繁”,􀃊􀁉􀁓叙事过于简约,刘孝标

应诏为《世说新语》作注。 出身寒微,命运多舛的刘孝标博览群书,学问精进。 《南史·刘峻传》记

载,他为人狷介耿直,率性直言,对历代文献,名物掌故十分熟悉,以致“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
是恶之,不复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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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82,《陈寿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37 页。
《晋书》卷 82,《陈寿传》,第 2138 页。
刘勰指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 《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
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参见刘勰《文心雕龙》卷 4,《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0
页。 在北魏,史学家崔浩与毛修之一同论学,“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

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参见《魏书》卷 43,《毛修之传》,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062 页。
《宋书》卷 64,《裴松之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01
 

页。
《三国志》附《上〈三国志〉注表》,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471

 

页。
《三国志》附《上〈三国志〉注表》,第 1471

 

页。
《三国志》卷 6,《魏书·袁绍传》注引《山阳公载记》,第 206

 

页。
《三国志》附《上〈三国志〉注表》,第 1471

 

页。
《三国志》卷 21,《魏书·王粲传》,第 605

 

页。
据逯耀东先生分析,《嵇康传》作者为其弟嵇喜,当属别传体例。 《水经·洛水注》引孙绰《高士传序》称:“又在苏门山、别
作登传。”《嵇康别传》可能是其《高士传》中的单元之一,故裴注征引的《嵇康传》 《嵇康别传》虽均属于别传体例,但作者

并不相同,应为同一人物的两篇别传。 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 81、82、84
 

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附《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页。
《南史》卷 49,《刘怀珍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2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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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撰成《世说新语》后史敬胤曾为其做注,自刘孝标之注问世后,其他众注皆佚。 四库馆

臣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孝标所注,特为典赡。 高似孙《纬略》极推之。 其纠正义庆之纰漏,尤为精核。 所引诸书

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 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
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①

胡应麟也认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可与裴注比论,他说:“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

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 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 若其综核精严,缴驳

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②鲁迅也称赞“孝标做注,又征引浩博。 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
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③古今学者对于刘孝标之注评价如此之高,
也表明人们对他征引的文献质量是认可的,这些文献当然也包括众多别传在内。

据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的考证统计,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共引录经史子集和佛经道

录等各类文献四百九十余种。 其中,引用《贾充别传》《阮孚别传》等别传 89 种,传主生活于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有 84 种④。 朱东润先生谈到,《世说注》里所看到最特殊的现象,便是别传的盛行。 《三

国志注》引用的别传与总传,在数量上相去无几,而《世说注》里,别传的篇名较总传多出四倍。⑤ 大

量引用别传为《世说新语》作注,反映了刘孝标对别传不仅没有轻视之意,而且很重视。
 

从《隋书·经籍志》到《书目答问》,诸多文献目录将《世说新语》列入小说家类,认为它是一部

记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书。 而刘孝标与他人不同,他把《
 

世说新语》视为一部历史资料汇编,并
作为汉晋时期门阀士族人物的真实写照。 因此,他为《世说新语》作注时,以裴松之注《三国志》为

榜样,简略之处详加补充,虚谬之处严格驳正,异同之处罗列比对。 刘知幾评价刘孝标“善于攻谬,
博而且精。”⑥别传作为重要的引录资料,为刘孝标纠批攻谬提供了文献依据。 《世说新语·贤媛》
记载,贾充原配妻子李婉受父族牵连被流放,后遇特赦得以释放,此时贾充已另娶妻郭槐。 尽管晋

武帝允许贾充置左右夫人,但李婉拒绝回到贾家,郭槐亲自上门拜访李婉,并行跪拜之礼。 刘孝标

认为这一记载有虚谬,并征引《晋诸公赞》、王隐《晋书》、《贾充别传》三家之说,详加考证,指出《世

说新语》纰谬之处。 刘孝标考证辨析说:
《晋(诸公)赞》既云世祖下诏不遣李还,而王隐《晋书》及《充别传》并言诏听置立左右夫

人。 充惮郭氏,不敢迎李。 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孰是。 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

肯还,谬矣。 且郭槐彊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 皆为虚也。⑦

李氏不返具体的原因,刘孝标并未轻易做出论断,只是质疑,而对于郭槐跪拜之举,刘孝标直接指出

《世说新语》失实。 从别传与其他文献的并置对话中推测事件的真相,反映出刘孝标对别传史料价

值的肯定。
再次,唐初撰修《晋书》,多从别传中采择史料。 严可均认为,“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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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卷 140,《子部五􀴀·小说家类一·杂事上》,第 1182-1183
 

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13,《史书占毕一》,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3
 

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 页。
学者们在统计《世说注》征引的别传数量上有所不同。 如余嘉锡先生统计,《世说注》征引别传有 90

 

余篇;李颖科先生《试
论〈世说新语注〉》提到刘孝标征引别传 81

 

部;逯耀东先生《别传在魏晋史学中的地位》列举了刘注征引的 88 种别传,而
在《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中,逯先生则言《世说注》共征引 89 种别传。 文章在整理基础之上,在此采用种 89 之说,尽
管对所引别传数量的统计存在细微差异,但仍可以看出《世说注》对别传征引之盛。 参见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注〉》,
《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逯耀东《别传在魏晋史学中的地位》,《幼狮学志》,1974
 

年第 12 卷第 1 期;《魏晋史学的思

想与社会基础》,第 124
 

页。
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复旦大学 2016 年版,第 42 页。
刘知幾:《史通》卷 5,《补注》,载浦起龙《史通通释》,第 133

 

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贤媛》第一三条附刘孝标按,第 360

 

页。



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①我们比对相关的《晋书》人物传与别传

记载后认为,其实严可均所言并不符合实际。 初唐史家撰修《晋书》时,实际上对于别传材料多有

采择和参照,别传并非如严可均所言为《晋书》所弃。 《世说新语·任诞》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

婢”②条注引《阮孚别传》曰:
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

遥集也。”故孚字遥集。③

《晋书·阮孚传》其相关记载曰:
孚,字遥集。 其母即胡婢也。 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

而以字焉。④

两处文字相比较,虽词句略有差异,所述事件实则并无二致,而关于阮孚小字遥集的记载,在唐代以
前尚存的资料中,主要见于《阮孚别传》,说明《晋书》参考和采用了《阮孚别传》之说,严可均在辑

录《全晋文》时,同样也征引了这一材料。
又如《晋书·王濛传》与《王长史别传》对王濛性格刻画上的遥相呼应。 《世说新语·言语》注

引《王长史别传》云:
濛,字仲祖,太原晋阳人。 其先出自周室,经汉、魏,世为大族。 祖父佐,北军中候。 父讷,

叶令。 濛神清气韶,年十余岁,放迈不群。 弱冠检尚,风流雅正。 外绝荣竞,内寡私欲。⑤

而《晋书·王濛传》记载曰: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 曾祖黯,历位尚书;祖佑,北军中候;父讷,新淦令。 濛少时

放纵不羁,不为乡曲所齿。 晚节始克己厉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⑥

两篇传记,对王濛的家世、地望都有着相似的介绍,尤其是对王濛少年至晚年性格变化的记述,也可
以说如出一辙,二者间的采录继承关系颇为明显。

再如《晋书·蔡谟传》记述刘整对蔡克的畏重,云:
父克,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所敬。 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虽富贵不交也。 高平刘整

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 尝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 克时为处士,而见惮

如此。⑦

《蔡充别传》⑧记载:
充少好学,有雅尚。 体貌尊严,莫有媟慢于其前者。 高平刘整有隽才,而车服奢丽,谓人

曰:“纱縠,人常服耳。 当遇蔡子尼在坐,终日不自安。”见惮如此。⑨

《晋书》所记与《蔡充别传》所记在对蔡克公亮性格的刻画,描述刘整对蔡克的敬重、畏惧之情上都
表现出一致,互文意味不言而喻,很难说《晋书》撰修完全舍弃了别传所述,严可均

 

“别传失实,《晋

书》所弃”之说,并非确切之论,有失严谨。
刘知幾《史通·补注》认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都是“掇众史之异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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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之所阙”①,肯定了裴注、刘注的文献贡献。 但《晋书》大量采择《语林》 《世说新语》 《幽明录》
《搜神记》以及包括别传在内各种杂传中的历史记述,又引起他的不满和诟病。 “晋世杂书,谅非一

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

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

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

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②刘知幾对于《晋书》材料采择方面的不满和批评,恰恰说明《晋书》撰修

时对于各类杂书、杂传、杂史不仅没有舍弃,而且多有采择和使用。
除此之外,唐初李善注《文选》,也多次援引别传用以阐释诗文意蕴、描摹人物性格,如引录《嵇

康别传》以释其狂傲,《周处别传》以诠其忠义,《陆机陆云别传》以赞其文藻等。 郦道元注《水经》,
对别传也多有引录,如《管辂别传》等。 可见别传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著述形式,
一直是后世学者倚重的文献资料。

三、别传叙事追求历史真实与历史趣味相统一

　 　 裴松之、刘孝标、李善等人注史对别传的选择和征引,反映出这些史家对别传的重视及对其史

学价值的认可。 别传“别于正史”主要不是其史学价值的逊色,而是其历史叙事风格与正史有别。
别传叙事以趣为先,追求“真”与“趣”的统一。 虽然此期别传存在“家史人谀而善溢真”③的弊端,
然其人物叙事基本上能做到史学之真与史学之趣的统一。

其一,记述人物逸闻趣事是别传重要的叙事策略。 别传撰述淡化社会的复杂关系和门阀家族

之间的明争暗斗,注重对人物容止风度的刻画描绘,往往展现出比正史记载更为灵动丰满的人物形

象,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反映玄学风尚对于时代的浸润,呈现门阀士族的思想意识。 卫玠是西晋

中朝名士,《晋书·卫瓘传》附有其传,但记述简略,生平事迹较为模糊,所幸时人撰有《卫玠别传》
记录了卫玠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 《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卫玠别传》云:

骠骑王济,玠之舅也。 尝与同游。 语人曰:“昨日吾与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侧,朗然来

照人。”④

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 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 咸曰:“谁家璧人。”于是

家门州党号为“璧人”。⑤

《卫玠别传》关于卫玠的记述,并没有强调和突出他的道德境界,也不谈论其忠孝节义行为,而
集中关注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容止风度,“璧人”“明珠”“朗月”等比喻之下,一个温润、晶莹、高贵的

士族美少年跃然纸上。
除直接勾画人物容止外,别传常常声东击西,看似与传主无关的琐事也成为叙述的重点。 《夏

仲御别传》就多条目描写夏统叔父家两位婢女的容貌。
仲御从父敬宁祠祝祀先祖,有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乃拔刀破,吞刀吐火,云雾冥

杳。 女巫章、陈二人并有国色,能隐形匿影,眩惑人目。⑥

仲御从父家女巫章丹、陈珠二女,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状若飞仙。⑦

章丹、陈珠看似与夏统并无关联,作者却大篇幅的描绘她们仙子般的容颜,实则是为了凸显夏统

“木人石心”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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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别传语言凝练生动,富有张力,呈现出鲜活灵动的审美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并不

严格遵循纲常名理的要求选取材料,从而使一些真实、鲜活的历史记述进入别传,这些人物别传剥

落伪善、敞亮情意,淡化了纲常名教的酸腐气息,唤醒了历史真切感,这正是别传的优点所在。 刘知

幾在《史通·采撰》篇中批评唐修《晋书》取材不当,他指出《晋书》取材的各类杂书杂传“所载或诙

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①也就是说,这些杂书中的

历史记述不严谨,不正统,不合名教。 《史通·书事》中,刘知幾重申他的观点,“又自魏、晋已降,著
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

说。”②刘知幾的批评,恰恰从相反的方面印证了包括别传在内的杂史、杂传活泼的语言风格。
孙登是晋代有名的隐士,《晋书》对其记载比较简略,关于阮籍入山寻访孙登,《晋书·孙登传》

只说“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③而《孙登别传》云:
孙登,字公和,汲郡人。 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 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

者。 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 阮嗣宗见登,被发端坐岩下,遥见鼓琴。 嗣宗自

下趋进,冀得与言。 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 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④

孙登的隐士风韵、阮籍对孙登的钦慕向往在作者孙绰的叙述中得以生动展现。 孙绰以白描的手法

细致描绘出孙登的容止、仪态,以及超凡脱俗的生活情趣,“自下趋进,冀得与言”将阮籍对孙登敬

慕之意展现的淋漓尽致。 孙登鼓琴,阮籍长啸,琴、啸相和,响动林壑,既是一幅美妙动人的自然画

卷,也道出二人愉悦的心灵状态。 乱世之中有知音,茅屋、岩石、山林、名士间的惺惺相惜,交织在

《孙登别传》中,仿佛让人置身场景之中,产生真实生动的艺术效果。
《孙登别传》是为数不多的作者可考的别传篇目。 据逯耀东先生考证,现存别传中,27 种别传

作者可考,计 22 人,⑤仍有 184 种别传作者无从考证。 仅从这 22 位可考的作者来看,别传作者与传

主多为亲属关系,或是父子兄弟,或是姻亲故吏,或是朋友世谊⑥,大多是崇尚玄风,率性自然的文

笔之士。 如《曹肇别传》⑦和《杜兰香别传》⑧的作者曹毗,就是一位精于词赋的文学家和醉心自然

的玄学名士。 《晋书·曹毗传》称其“少好文籍,善属词赋。” “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⑨这

篇《对儒》采用一问一答式的对问体式,鲜明表现出曹毗的思想倾向、人格理想和人生态度􀃊􀁉􀁒。 从

《对儒》看,曹毗受到玄风浸染甚深,是一个飘然物外,恣情于天地自然之间的玄学名士,悠游于山

林,醉心于虚无,追求内心自在。 又如《王弼别传》和《荀粲别传》的撰写者何劭,富有才学,生活奢

靡。 《晋书·何劭传》云:“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 衣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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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玩,新故巨积。 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 然优

游自足,不贪权势。”①曹毗、何劭显然不是魏徵、刘知幾等人心仪的经学礼法之士。 他们这样的风

流名士撰写人物别传,着眼点自然不在于显达传主事功,标榜传主德性。 而喜欢于细微处入手,呈
现传主的气质风度和人格魅力。 这些关于人物风神雅韵的记述,稀释了历史撰述的政治功能和道

德评判,突出人物的个体意识和精神世界,呈现出审美性的转向,即对人格风姿之美的普遍追求和

崇尚,使所述人物有血有肉,鲜活灵动。
其三,别传人物记述虽多趣闲碎,但并不失真。 别传叙事对趣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其记述真实

性的消解。 别传的异质书写,有时候也能补正史撰述之不足。 《许肃别传》中对“愍帝之死”的记载

详细周到,可补《晋书》记载之不足。 西晋愍帝被俘后,被前赵皇帝刘聪遣送至平阳,受尽凌辱。 关

于晋愍帝之死,《晋书》记载不详,细节不明。 《晋书·愍帝纪》载:
刘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聪闻而恶之。

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

恸哭,为聪所害。②

《晋书·刘聪载记》记载更是模糊,只是说刘聪同意刘粲的建议,至于什么时间,用什么手段杀害愍

帝并没有说明,《刘聪载记》云:
聪校猎上林,以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 粲言于聪曰:“今司马氏跨据

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邺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聪然之。③

以上观之,《晋书》反复强调愍帝受辱,如刘聪外出狩猎,命令晋愍帝穿着戎服执戟作前导,宴客时

又强迫晋愍帝做行酒、洗爵、执盖等仆役工作,对于晋愍帝之死,只言“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

阳,时年十八”④。 而《许肃别传》却详尽记载了愍帝之死的经过,其曰:
肃为愍帝侍中,左卫将军趜武将兴肃齐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没。 逼愍帝,送于平

阳。 肃后冒难侍左右,刘载乃以帝为归汉王。 顷之,阴行鸩毒,帝因食心闷,欲见许侍中。 肃驰

诣贼相见,帝已不复能语。 肃曰:“不审陛下尚识臣不?”帝尤能执肃手流涕,肃歔欷登床,帝遂

殂于扶抱之中。 昼夜号泣,哀感异类。⑤

《许肃别传》对于晋愍帝被俘后受虐遇害以时间顺序铺陈,叙述简洁却极为细致,把刘聪暗中毒杀

晋愍帝的过程陈述得清楚明白。 晋愍帝饮鸩失语,君臣执手流涕,最终死于许肃怀中,场景悲凉,情
意凄切。 作为西晋臣子的许肃不畏刘聪淫威,不惧祸患,冒死相见,昼夜号泣,展现出晋臣的忠贞和

风骨。 而这段记述,恰恰也弥补了《晋书》记载之不足。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而叙事之工

者,以简要为主。”⑥刘知幾认为,历史撰述要以简要之言书写复杂的历史事象。 《许肃别传》对“愍

帝之死”的记述,足以达到这一要求。 白寿彝先生总结中国的历史文学成就时指出:“把我国的历

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⑦从今存的佚文

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在词句使用上颇为用心,叙事也能做到有条不紊,错落有致,人物形象和历

史场景真切生动。
概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类别

传的撰修,换言之,这些别传是维护门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工具。 此期别传,为裴松之、刘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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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注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生动记录了士族人物的精神旨趣和生活风貌,为后世呈现出魏晋南

北朝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 同时,别传又以生动有趣的叙事方式,凝练简洁的语言风格叙述传

主生平和事迹,将“真”“趣”结合,表现出别传别于正史的史学品格。 由于各任其情的玄学风尚对

别传撰修的渗透,使别传的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与彰善恶、重鉴诫的正史有明显不同。 在那些经学

意识浓厚的史家眼里,别传成为体制不经,率尔而作,无足为凭的杂史杂述。 从今天的史学视角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并不失实,也非率尔随意之作,这一论说实则是唐初以来传统史家的主观偏

见,而别传别致新颖的撰史范式也为我们探索被遮蔽的历史样貌留下了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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